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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情感与技能对秦巴山区 

茶叶种植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薛彩霞 姚顺波 李桦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根据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运用秦巴山区 498 户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采用计数模型分析了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参照规范的调节效

应。结果表明：(1)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都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但仅有积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

染行为有显著影响；环境技能中的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只有行动能力对农户

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2)积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消极情感在行动能

力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3)社会参照规范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

向调节效应；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但环境情感的类型不同调节方

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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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拥有“绿水青山”的秦巴山区却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在“保护优先，绿色

发展”的策略指导下，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茶叶产业成为秦巴山区的主要脱贫产业之一。截止到 2018 年年末，秦

巴山区的 76 个县(区)中有 50 个县(区)种植茶叶，茶园面积达到了 45.02 万 hm2,占全国的 15.40%[1]。农户是茶叶的种植主体，

“经济理性”往往导致农户在茶叶种植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兼顾“生态”与“经济”,对秦巴山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安全隐患。因

此，引导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对秦巴山区农户长期减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关注焦点一直是“影响因素”及“它们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变量和心理变量两大类[2,3],目前的研究热点是心理变量，心理变量分为认知层面的心

理变量和情感层面的心理变量。目前，学者关于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心理变量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认知层面[4,5],但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与亲环境行为相关性不大[5～7]。Meneses[8]和 Kanchanapibul 等[9]将认知和情感同时放入个体亲环境

行为的影响研究中，结果发现情感对行为的解释力高于认知，其原因是要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不仅需要“晓之以理”,而且需

要“动之以情”[10]。虽然现有文献关于“环境情感与个体亲环境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已达成共识，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个

体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和回收行为上
[11～13]

。环境情感通过激发动机驱动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但行为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行动能

力的促成。实践中，缺乏必要的环境技能往往成为限制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14]。虽然多数文献没有将环境技能

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进行研究，但有关理论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技能因素，如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感知行为控制”,动机-机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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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能力变量”,况且“行动能力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实证支持[15,16]。因此，农户的技能也是

影响其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有文献关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但存在以下可以完善之处：(1)“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东方文化更偏向情感与情理，忽视环境情感是不可能有效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而现有文献关于农户亲环境行为

的研究基本将情感因素的作用抽象掉了。(2)环境情感会激发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动机[10],技能是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促成

要素，环境情感是否通过强化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3)农户行为是植根于特定情景之中的，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户

所处的社会网络更加稳定，更有益于社会规范的培育。因为与群体保持一致是中国人特有的行为规范，所以社会参照规范对农

户的亲环境行为也会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秦巴山区 498 户茶叶种植户为例，在考虑社会参照规范调节效应的基础上，探

讨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以期为促进秦巴山区茶叶种植户的亲环境行为以及实现茶叶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参

考依据。 

1 研究假说 

1.1 环境情感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个体行为动机可分为认知和情感两大类[12],相对于认知，情感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更为直接，且对个体绿色环保行为的影响要

大于认知[9]。环境情感是个体关于环境问题或行为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产生的态度或心理反应[17],它通过影响个体动机的强度、

方向及持续性，促进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有助于个体走出“知易行难”的困境[10]。 

根据个体的情感体验，Watson 等
[18]

把环境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大类，它们均能作为个体环保行为的预测变量
[8,13]

。

根据 Fredrickson的“积极情感扩建理论”[19],积极情感通过拓展个体认知而使其获取的信息更为有效，从而做出更为恰当的行

为选择，王建明[10]证实了该理论在“个体碳减排行为”上的适用性。自豪感是个体基于自身行为而产生的积极情感，不仅可以

驱动个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由于其属于自我评价或反思的情感而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可以不断促使个体追求有价值的

目标[20]。自豪感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得到了实证支持[8,12]。愧疚、羞耻是基于个体行为而产生的消极情感，可使个体

产生认知失调，给其带来心理痛苦。个体为了减少实际行为与心理承诺之间的差距及心理上的痛苦，自动调节其行为模式，以

达到“行己有耻”的状态[10]。因而，消极情感会促使个体放弃经济上看似合理的选择，做出有益于社会和生态的行为[21]。基于

生态环境激发出来的情感可分为环境热爱感和环境担忧感，现有研究表明，环境热爱感越强的农户，参与垃圾回收利用、堆肥

的可能性越高[22];环境担忧感越强的农户，实施茶叶废弃物亲环境处理的程度越高[23]。因此，农户的环境情感越强烈，实施亲环

境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据此，本文提出第 1个研究假说： 

H1:环境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1.2 环境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Hines 等通过元分析证实了“环境技能(行动能力和行为策略知识)”是个体实施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最强的相关变量之一[24],

缺乏相应的环境技能是导致农户无法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原因[14]。亲环境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农户要更好地使

用现代要素，既要学习新知识又要学习新技能。也就是说，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依赖于其掌握的行为策略知识及应用知识的能力

即环境技能。一般来说，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会面临技术接受困难、技术运用不当风险和收益不确定风险，而环境技能水平的

提高，有助于提高农户对亲环境技术的接受度并抑制技术和收益波动风险。在技术接受方面，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农户对农业

生产是否实行亲环境技术，是由潜在需求决定的，而潜在需求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是农户对该技术

在一定条件下效用大小的判断，依赖于效用性知识；感知易用性是农户对学习和应用该技术难度的判断，依赖于行为相关知识；

效用性知识和行为相关知识均属于行为策略知识
[25]
,行为策略知识属于环境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农户的行为策略知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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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环境技能水平越高，对亲环境技术的接受度越高。在降低技术运用不当风险方面，环境技能水平越高的农户，不仅实施

亲环境行为的操作规程更为规范，而且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和借鉴成功的经验，从而降低技术运用不当的风险。在降低收益不

确定风险方面，农户的环境技能越高，越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价格信息
[26]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价格的信息不对称性，使采用亲

环境技术所生产的高品质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从而降低收益不确定的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第 2个研究假说： 

H2:环境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1.3 环境情感对环境技能促进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强化作用 

根据情绪感染理论，环境情感通过情感信息机制对环境技能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27]
。具体而言，当农户进行

环境技能和亲环境行为评价时，会无意识地以自己当下的感觉进行判断，将自己的主观环境情感归因于需要评价的对象，即将

环境情感作为重要信息纳入评价对象中。处于积极情感的农户评价环境技能和亲环境行为时，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当下的环境情

感状态是由环境技能和亲环境行为引起的，从而更加积极地学习和了解环境技能，更易将亲环境行为看成一种挑战，并积极应

对亲环境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当农户处于消极情感时，不仅会提高亲环境行为的风险感知，而且可能会将自己不愉快的体验归

咎于环境技能的欠缺，从而削弱环境技能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冯潇等
[28]
的研究证实，生态情感在农户的生态保护策略知

识与其行为的关联关系中发挥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因而，环境情感越强烈，环境技能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越强。据此，

本文提出第 3个研究假说： 

H3:环境情感对环境技能促进农户亲环境行为起着强化作用。 

1.4 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技能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农户因长期依附于土地而以村落的形式自然地生活在一起，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的社会网络更为稳定，更有益于社

会规范的培育。与群体保持一致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规范之一，它通过外在的压力或奖励约束着个体行为。社会规范作为农户

之间共享的信念，对其行为具有调节作用[29],因为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农户面临选择时，往往会将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作为自

己的行动指南或参照标准。Meneses[8]通过对影响个体回收行为因素的研究发现，情感和认知都对个体回收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参照规范在情感与回收、认知与回收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对特定的环境情感和技能农户而言，当

农户感知到他们行动时的参照群体已实施亲环境行为，从众心理促使他们也实施亲环境行为，反之亦然。因此，社会参照规范

影响着农户环境情感、技能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30]。据此，本文提出第 4个研究假说： 

H4: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技能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秦巴山区是指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 6省市，

其主体位于陕南地区，国土面积为 22.50 万 km
2
。2018 年年末，秦巴山区总人口约为 3309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 60.01%,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634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2.76%1。秦巴山区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生态多

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三峡库区生态建设等重大任务，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生态保护是秦巴山区经济发

展的前提，茶叶因是“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而成为秦巴山区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之一。 

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成员于 2018 年 7～8 月在秦巴山区对茶叶种植户一对一入户调查所得。样本农户的选取采用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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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方法，首先在秦巴山区抽取种植茶叶较为有名的紫阳县、西乡县、南郑县、万源市和青川县 5个县(市);其次在所抽取的每

个县(市)中选取茶叶种植面积较大的 3 个镇；再次，在所抽取的每个镇中选取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的 2 个村庄；最后，在每个村

庄中随机抽取了 15～18户农户进行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498 份。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茶叶种植的亲环境行为、环境情感、

环境技能、户主特征及影响农户茶叶种植的外部环境等。 

2.2 变量选择 

2.2.1 因变量 

亲环境行为是指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采用的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或改善

生态环境的行为[31]。根据以上定义，亲环境行为可分为减少污染行为即“止损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即“增益行为”。根据《茶

叶生产技术规范》(GB/Z26576-2011)中茶叶种植日常管理的要求，茶叶种植中减少污染的行为主要包括物理除草(人工和机械除

草)、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无公害农药、农业/物理/生物(非化学)防治病虫害、化肥农药包装物回收，这 5种措施的实施可以减

少农药或化肥的污染；改善环境行为主要包括施用有机肥、地表覆盖、种植植保肥、修剪枝叶还田和植树造林(在茶园中栽植行

道树或在茶园周围种植防护林),这 5种措施的实施可以提高茶园保土蓄水能力或改良茶园土壤结构。 

2.2.2 核心自变量 

(1)环境情感 

1985 年 Watson 等
[18]
提出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从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两个视角以亲环境行为和非亲环境行为所

激发的四类情感来界定环境情感，结合研究主题，再增加基于生态环境所激发的两类环境情感，形成表 1 所示的环境情感度量

指标。表 1 中环境情感各度量指标的测量题项见表 2。表 2 中所有的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进行测度，即完全不同意=1,有点

不同意=2,说不准/不确定=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表 1环境情感的度量指标 

类型 

基于自己行为 基于他人行为 基于生态环境 

亲环境 非亲环境 亲环境 非亲环境 亲环境 非亲环境 

积极情感 自豪感 — 赞赏感 — 热爱感 — 

消极情感 — 愧疚感 — 厌恶感 — 担忧感 

 

表 2环境情感的测量题项 

指标 测量题项 

行为自豪感 我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实施亲环境行为，保护了生态环境，我感觉到很自豪 

行为赞赏感 看到别人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实施亲环境行为，我很赞赏这种行为 

环境热爱感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更热爱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更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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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愧疚感 我在茶叶种植过程中污染了生态环境，我会感到很愧疚 

行为厌恶感 看到别人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实施环境不友好行为，我很讨厌这种行为 

环境担忧感 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感觉到非常地担忧 

 

(2)环境技能 

从农户种植茶叶实施亲环境行为所需的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两方面对环境技能进行界定。行为策略知识是农户实施亲环境

行为所需的专业知识，包括行为相关知识和效用性知识[25]。考虑到问题的通用性和代表性，采用以下 3 个具体问题：①请按照

茶树的需肥特点对下列营养元素由多到少进行排序。A.氮 B.磷 C.钾 D.微量元素 E.不知道②小绿叶蝉的最佳防治方法是什么?A.

施用普通化学农药 B.苦参碱(清源保)C.不知道③您认为下列哪些属于施用有机肥的好处?A.提供养分更全面 B.肥效长 C.增加有

机质 D.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E.不知道。以上 3个问题中，①采用农户对茶树养分需求的了解，测度其平衡施肥知识；②采用农户

对茶叶最常见病虫害小绿叶蝉绿色防治方法的了解，测度其病虫害绿色防治知识；③采用有机肥改良土壤的效用知识，测度农

户改善环境的行为知识。 

根据 Rooij 等[32]的观点，农户对测量题项回答错误与回答“不知道”代表不同的知识水平。基于此，针对行为策略知识的

每个测量题项分别构建 2 个哑变量，第一个哑变量表示测量题项是否被直接回答，直接回答赋值为 1,回答不知道为间接回答，

赋值为 0;第二个哑变量表示直接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赋值为 1,回答错误赋值为 0。本文运用 SPSS22.0 对上述哑变量进行因

子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测量题项的 KMO 值为 0.703,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 393.654(sig=0.000),表明样本数据是适

合做因子分析的。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得到 3 个公因子，分别为养分需求

知识、绿色防治知识和土壤改良知识，其累计方差贡献率 71.698%。根据各因子的得分及其方差贡献率，可得到农户行为策略知

识的计算公式：策略知识=(养分需求知识×27.694%+土壤改良知识×23.536%+绿色防治知识×20.468%)/71.698% 

行动能力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个体行动成功地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能力。采用如下 3 个问题来测度：①家中是否有专职务

农人员?有=1,没有=0;②您能否分辨出无公害农药?能=1,不能=0;③您能否通过不同类型肥料的配比满足茶树生长的养分需求?

能=1,不能=0。将农户回答以上 3个问题的选项所对应的数字进行加总即为农户的行动能力得分。 

2.2.3 调节变量 

采用农户所在村中村民亲环境行为的程度作为社会参照规范的度量指标，具体测度问题为：“您感觉您所在村中茶叶种植

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情况如何?几乎没有=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2.2.4 控制变量 

选取了如下 3 类控制变量：第 1 类为户主(茶叶种植的决策者)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年限、种植

规模以及环境认知。第 2 类为外部环境变量，包括组织支持和政府补贴。第 3 类为经济效益变量，包括市场收益和行为成本。

通过询问农户“您注重茶叶种植的绿色安全性能否卖个好价钱?能=1,不能=0”来测度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市场收益。根据不

同亲环境行为的成本特点，设置不同的问题来询问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成本。减少污染行为成本采用如下 5个问题：(1)物理

除草太费人工了；(2)测土配方施肥太麻烦了；(3)无公害农药价格高；(4)采用非化学防治病虫害不仅费人工而且资金投入多；

(5)回收化肥农药包装物太不方便了；以上五个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进行度量，即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说不清=3,基

本同意=4,完全同意=5。改善环境行为成本采用如下五个问题：(1)施用有机肥不仅价格高，而且费人工；(2)对茶园进行地表覆

盖太麻烦；(3)在茶园种植植保肥不仅给茶叶种植带来不便，而且费人工；(4)把修剪的枝叶还田太麻烦；(5)在茶园植树造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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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茶叶种植带来不便；以上 5 个问题也均采用李克特 5 点法进行度量，即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说不清=3,基本同意=4,完

全同意=5。 

表 3是以上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2.3 模型选择 

由于农户实施亲 环境行为的措施个数属于非负整数，适宜采用计数模型进行分析，常用的计数模型包括泊松模型和负二项

模型。由表 3 中样本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均值和标准差可知，因变量分布不存在过度分散问题，故本文采用泊

松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y 表示农户亲环境行为(包括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x 表示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变量，

 

引入连接函数 lnλ可得到泊松回归模型： 

 

式中：E和 S分别表示农户的环境情感和环境技能；Z表示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其他变量；βi为待估系数，其含义是自变

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措施个数将变化为原来的 exp(β)倍，exp(β)为发生率比；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探讨环境情感是否有助于强化环境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在(2)式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情感与环境技能

的交互项 E×S,即： 

 

式中：αi为待估系数。 

表 3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因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农户实施物理除草、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无公害农药、非化学防 2.07 1.14 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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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虫害、化肥农药包装物回收的措施个数 

改善环境行为 
农户实施施用有机肥、地表覆盖、种植植保肥、修剪枝叶还田、

植树造林的措施个数 
3.13 1.05 5.00 0.00 

核心自变量 
     

积极情感 行为自豪感、行为赞赏感和环境热爱感的均值 3.58 0.70 5.00 2.00 

消极情感 行为愧疚感、行为厌恶感和环境担忧感的均值 2.83 0.77 5.00 1.00 

策略知识 因子分析所得 0.24 0.17 1.00 0.00 

行动能力 测量题项对应选项数字加总 0.95 0.77 3.00 0.00 

调节变量 
     

社会参照规范 
您感觉您所在村中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情况如何?几乎

没有=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2.44 0.55 4.00 1.00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的实际年龄(岁) 56.82 9.80 73.00 33.00 

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年) 5.95 3.48 15.00 0.00 

种植年限 户主种植茶叶的实际年限(年) 21.08 12.67 38.00 2.00 

种植规模 户主种植茶叶的面积(hm2) 0.54 1.79 2.67 0.03 

环境认知 
您认为目前的茶叶种植方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如何?没

有污染=1,有点污染=2,不确定=3,污染较大=4,污染非常大=5 
2.06 1.16 5.00 1.00 

组织支持 
种植茶叶过程中，若遇到问题，村或镇上有没有可以帮您解决问

题的地方?有=1,无=0 
0.43 0.50 1.00 0.00 

政府补贴 
在茶叶种植中，政府是否有减少污染补贴?有=1,无=0 在茶叶种植

中，政府是否有改善生态环境补贴?有=1,无=0 
0.360.17 0.480.38 1.001.00 0.000.00 

市场收益 您注重茶叶种植的绿色安全性能否卖个好价钱?能=1,不能=0 0.29 0.45 1.00 0.00 

行为成本 

5种减少污染措施行为成本的平均值 2.51 0.51 4.00 1.00 

5 种改善环境措施行为成本的平均值 2.67 0.59 3.80 1.00 

 

按照温忠麟等[33]提供的方法对社会参照规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即在对环境情感、环境技能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处理的

基础上，通过检验环境情感与社会参照规范、环境技能与社会参照规范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来进行。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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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S′和 N′分别表示经过中心化处理的农户环境情感、环境技能和社会参照规范；Z′表示中心化了的其他自变

量；γ为待估参数。 

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3.1 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 Stata14.0 对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各因素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4。 

3.1.1 环境情感 

表 4的结果显示，积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发生率比为 1.1219,表明农户积极情感每增加一个单

位，其减少污染行为提高 12.19%。消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可能的原因一是面对农业污染

的普遍性，农户已处于消极情感适应状态；二是目前农业污染较为严重，而减少污染具有“集体行动”特征，消极情感会降低

农户的感知行为效能，甚至产生回天无术之感，由此削弱了消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推动作用，这与王建明等在“消极

情感对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影响”
[12]
中研究结论相似。因此，假说 1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上得到部分验证。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发生率比分别为 1.0297 和 1.0311,表明农户积极情感和

消极情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改善环境行为分别提高2.97%和 3.11%。因此，假说 1在农户改善环境行为上得以验证。 

3.1.2 环境技能 

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发生率比分别为 1.0988 和 1.0964,表明农户策略知识

和行动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减少污染行为分别提高 9.88%和 9.64%,假说 2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上得以验证。 

行动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发生率比为 1.0210,表明农户行动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其改善环

境行为提高 2.10%。策略知识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可能的原因是不仅改善环境行为对茶叶品质的

影响不如减少污染行为的效果明显，而且其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对具有一定策略知识的农户而言，若其属于“短视”

倾向农户，则不实施改善环境行为或采取较少的改善环境行为措施的可能性更大；若其属于“长视”倾向农户，则实施较多改

善环境行为措施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所述，假说 2在农户改善环境行为上得到部分验证。 

表 4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改善环境行为 

系数 发生率比 z值 系数 发生率比 z值 

积极情感 0.1151*** 1.1219*** 3.36 0.0293* 1.029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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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感 -0.0791 0.9239 -1.56 0.0306** 1.0311** 2.34 

策略知识 0.0942* 1.0988* 1.91 0.0260 1.0264 0.39 

行动能力 0.0920*** 1.0964*** 4.45 0.0208** 1.0210** 2.37 

社会参照规范 0.1264*** 1.1348*** 3.43 0.1044*** 1.1101*** 4.49 

年龄 0.0005 1.0005 0.23 0.0018 1.0019 1.45 

受教育程度 -0.0047 0.9953 -0.85 0.0041 1.0041 1.00 

种植年限 -0.0010 0.9990 -0.65 0.0025*** 1.0024*** 2.83 

种植规模 0.0003*** 1.0003*** 2.69 -0.0011 0.9988 -1.15 

环境认知 0.0430** 1.0434** 2.55 -0.0128 0.9872 -1.07 

组织支持 0.1064
***
 1.1123

***
 2.70 0.0065

*
 1.0066

*
 1.65 

政府补贴 0.1078
***
 1.1139

***
 2.94 0.0917

***
 1.0960

***
 2.90 

市场收益 0.5177*** 1.6781*** 5.32 0.2919 1.3390 1.28 

行为成本 -0.0329*** 0.9677*** -2.76 -0.0489** 0.9523** -2.49 

常数项 -0.3030* 0.7386* -1.73 0.5360*** 1.7091*** 3.51 

Waldχ2(14) 484.96 287.36 

Prob>χ2 0.0000 0.0000 

Log-likelihood -713.14 -803.95 

 

3.1.3 其他变量 

社会参照规范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环境友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农户实施亲环境

行为。种植年限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种植茶叶年限越长的农户，实施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更高。种植

规模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茶叶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采取减少污染行为的措施更多。环境认知对农户

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意识到自己生产行为对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农户，采用减少污染行为的措施越多。组织支

持和政府补贴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组织支持和政府补贴都对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

具有推动作用。市场收益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市场对绿色茶叶的认可有助于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

行为成本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较高的行为成本对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具有抑制作

用。 

3.2 环境情感对环境技能促进亲环境行为强化作用检验 

积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促进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表 5)。环境是指周围的地方，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地方”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被个人赋予一定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构建。当个人对某一地方赋予特定的价值并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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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面的情绪纽带时，会自然地产生对该地方的依附感，即地方依恋[34]。地方依恋不仅显著地影响个体改善自己所生活环境的

行为，而且这一影响还具有溢出效应，即强化感知行为控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35],而感知行为控制反映的是个体实际某一行为控

制能力的状况，农户的行动能力越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越强。因此，积极情感强化了行动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

假说 3在农户改善环境行为上得到部分验证。 

表 5环境情感对环境技能促进亲环境行为强化作用的检验结果 

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改善环境行为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积极情感×策略知识 0.1698 1.04 -0.0195 -0.18 

积极情感×行动能力 -0.0311 -0.95 0.0511** 1.86 

消极情感×策略知识 0.1367 1.24 0.0459 0.50 

消极情感×行动能力 0.0317** 1.98 -0.0097 -0.37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χ2(18) 514.93 311.17 

Prob>χ2 0.0000 0.0000 

Log-likelihood -712.44 -803.39 

 

消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促进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表 5)。从认知研究来看，消极情感来自于消极事件的刺

激，农业污染的事实或事件使得农户对生态环境与生产行为产生消极情感，进而激发其实施减少污染行为的动机，但只有在行

动能力的作用下农户才能由“心动”变为“行动”,实现动机和行为的一致。农户强烈的消极情感不仅会激发其产生实施减少污

染行为的动机，而且会驱动农户不断提高其行为技能，促使其行为目标得以实现[36]。因此，消极情感强化了行动能力对农户减

少污染行为的影响，假说 3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上得到部分验证。 

3.3 社会参照规范对环境情感与技能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调节效应检验 

社会参照规范在积极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 6)。也就是说，在农户周围村民亲环境水平较

低时，积极情感更有助于促使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一方面，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绿色产品更多地与减少污染行为有关，

“物以稀为贵”,农户所处的社会参照规范中，村民的亲环境水平越低才更能突显绿色产品的优质优价，而处于积极情感状态的

农户更倾向于生产绿色产品。另一方面，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自主需求会引发农户产生积极情感，而积极情感属于自主动机，有

较强自主动机的个体在行为意向与社会参照规范不相符时，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37]。 

表 6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改善环境行为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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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感×社会参照规范 -0.2829*** -4.85 -0.0230 -0.59 

消极情感×社会参照规范 0.1134*** 2.88 0.0441 1.24 

策略知识×社会参照规范 0.1739 0.92 -1.060 -0.85 

行动能力×社会参照规范 0.0335 0.88 0.0867*** 3.08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χ2(18) 470.61 325.19 

Prob>χ2 0.0000 0.0000 

Log-likelihood -709.36 -802.32 

 

社会参照规范在消极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表 6)。也就是说，在农户周围村民亲环境水平较

高时，消极情感更有助于促使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其原因是，减少污染行为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特点即有

利于他人或能够增进公共福利，但农户并不能直接从这一行为中获利，且需要村民集体行动才能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在周围村

民实施减少污染水平较高时，消极情感可以提高农户的感知行为效能感，进而增强负面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影响。由以

上分析可知，假说 4“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得以验证。 

社会参照规范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表 6)。Bamberg 等[17]的研究发现，社会参照规范

对某一行为越支持，个体感到自己的行为能力越强，其预期的阻碍较少，执行某一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调研中发现，茶叶

种植中改善环境的行为大多没有过多的技术要求，其行为的实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体力，且农户在茶叶种植中普遍存在从

众心理，无论农户对改善环境行为的看法如何，他都可能会采取与大多数农户相一致的行为。因此，在农户周围村民亲环境水

平较高时，行动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由此可知，假说 4“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技能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

中存在调节效应”得以部分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多元有序 logit 模型再次分析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

见表 7。由表 7可以发现，各主要解释变量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程度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表 7稳健性检验 

作用类型 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善环境行为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直接影响 

积极情感 0.4695*** 3.05 0.2106* 1.79 

消极情感 -0.2838 -0.17 0.1952** 2.51 

策略知识 0.5565* 1.85 0.1983 0.37 



 

 12 

行动能力 0.4555*** 3.90 0.0995** 2.18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LRχ2(14) 309.77 237.09 

Prob>χ2 0.0000 0.0000 

Log-likelihood -593.05 -593.83 

强化作用 

积极情感×策略知识 1.0513 1.24 -0.2498 -0.29 

积极情感×行动能力 -0.0177 -0.10 0.4538** 2.31 

消极情感×策略知识 0.1050 0.14 0.5254 0.73 

消极情感×行动能力 0.1675** 2.14 0.0374 1.35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LRχ
2
(18) 312.83 243.82 

Prob>χ2 0.0000 0.000 

Log-likelihood -591.52 -590.47 

调节效应 

积极情感×社会参照规范 -1.2209*** -4.16 -0.1244 -0.40 

消极情感×社会参照规范 0.5107** 1.99 0.1814 0.66 

策略知识×社会参照规范 1.0761 1.07 -0.7640 -0.76 

行动能力×社会参照规范 0.3559 1.83 0.7088*** 2.87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LRχ2(18) 330.64 250.94 

Prob>χ2 0.0000 0.0000 

Log-likelihood -582.62 -586.91 

 

4 结论与启示 

利用秦巴山区 498 户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及

社会参照规范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都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但

仅有积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影响显著；环境技能中的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影响显著，但仅有行动

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2)环境情感在行动能力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强化作用。具体来说，积极情感在

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有强化作用，消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有强化作用。(3)社会参照

规范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与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调节

效应，但环境情感的类型不同调节方向不同。具体来说，社会参照规范在积极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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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消极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1)为促进秦巴山区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政府部门在对农户进行沟通教育

时，除提高理性认知之外，还需运用故事、漫画、图片等多种形式触动农户的环境情感，通过典型示范、榜样学习、参观体验、

现场展示等方式激发农户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进而提升其对生态环境的敬畏感和荣誉感。(2)搭建一个技术专

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分享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宣传、讲座、现代媒介等多种途径向农户宣传茶叶种植过程中具体而实用的减少

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的行为策略知识，以提高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行为能力。(3)通过组织支持、政府补贴为农户实施亲环境

行为“保驾护航”的同时，需积极营造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发挥社会参照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引导效应，以塑

造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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